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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政策決策過程導入
公眾參與模式分析：談
共識會議模式及其侷限

前言

因應傳統科技政策決策模式合法性逐漸受到

質疑、公眾對公部門的科技管理機制逐漸失去信任

等危機，倡議科技決策導入公眾對話或公眾參與的

論述逐漸普及；這樣的論述認為就科技發展進行幅

員更廣、審議更深度的公眾諮詢，將消除或至少減

少公眾對於科技變遷或發展的反對或異議，並在符

合民主理念的情況下廣泛取得社會共識，透過決策

過程的透明與開放，增進公眾對於公部門應對與管

理科技風險之能力的信任 (Irwin, 2006: 299-300)。

基於這樣的論述發展，許多用來審議科技發展議題

的公眾參與機制陸續在世界各地被推行，而這樣的

實踐是否真正落實科技決策公眾參與理想亦受到檢

視（如 Hagendijk and Irwin, 2006）；以在不同國家情

境中、針對多樣科技議題之審議被廣泛應用的共識

會議 (consensus conference)模式為例，其在各國的

實踐經驗亦受到相當程度的比較討論（如 Einsiedel 

et al., 2001；Mayer and Geurts, 1998；Nielsen et 

al., 2007）或審視（如 Guston, 1999；Goven, 2003；

Nishizawa, 2005；Seifert, 2006；Skorupinski et al., 

2007）。而在這些檢視與討論中，論者或以不同的價

值或標準，點出審議科技議題之公眾參與機制，其

實際操作時可能受到的侷限（例如其需要機制性情

境之配合，Bickerstaff et al., 2010: 492-493），以及

其不盡然必定會實現其所預設達到的效果與理念（例

如大多實例經驗均未跳脫形成共識或測定公眾意見

的侷限，同時多數實例仍預設科學與公眾為兩個各

自獨立分開的社會主體，並複製傳統思維中、單一

客觀科學面對科學知識不足之公眾的對立結構，

Kurath and Gisler, 2009:569）。

共識會議模式做為一種被廣泛操作實施之實

踐公眾參與科技決策理念的「微型公眾審議機制」

(mini-publics，Goodin and Dryzek, 2006)，檢證共

識會議模式的實例經驗，或可用來闡明科技政策決

策過程導入公眾參與之理念與其實際實踐上的落

差，並可用於探究應如何拉近兩者間的距離。微型

公眾審議機制之概念指涉一個能集結公眾討論公

共政策議題的團體，一方面這個團體的參與人數不

會龐大到讓意見交換或實質審議變成不可能，另一

方面這個團體的參與者又能具備一定程度的代表性

(representativeness)，讓這個團體之審議討論能符合

民主之理念，而非偏好特定族群或帶有抽樣誤差的

偏見 (Goodin and Dryzek, 2006: 220)。本文嘗試透

過說明實務上操作共識會議模式所面臨的侷限與

課題，來論述科技政策決策過程導入公眾參與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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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不等於亦不應等於微型公眾審議機制在不同科

技議題上與在不同政治社會情境中的複製操演，而

應從更宏觀的社會溝通面向切入，去探討如何促進

科技政策決策所需之多元歧異資訊、論述與價值，

能更平衡、多向而順暢地流通、交流與論辯。

以下本文將如是展開討論：首先，本文將概述

共識會議模式的大體進行方式與預期功能；其次，

本文將闡述共識會議模式做為公眾參與科技政策決

策的一種實踐態樣，其所可能面臨的侷限；最後，

本文將以代結論的方式，說明建置一個良善的社會

溝通情境，對於共識會議模式落實科技民主理念而

言是重要的。

共識會議模式概述

共識會議模式是由丹麥科技委員會 (the Danish 

Board of Technology, DBT)所發展出來，1987年在

丹麥哥本哈根首次舉辦，用來討論應用於產業與農

業領域中的基因科技發展；之後DBT亦舉辦過多場

共識會議，除討論生物技術相關議題外，更涵蓋多

元之議題，包括空氣污染、電子身份證、噪音與科

技、電子監控等；而同時這個模式也開始在歐洲其

他國家被應用，並推廣到其他非歐洲國家 (Nielsen 

et al., 2004:34-35)。

共識會議模式雖然在不同國家實踐時、會因地

制宜或因應討論議題需求而有細節上的不同（例如

參與審議者是否被要求必須達成共識、最終報告

是否允許呈現不同意見等，Nielsen et al., 2005:41-

44），但是其大體的進行方式（參見圖一與 Slocum, 

2005）如下：共識會議本體會議通常為期三天（若

時間充裕亦可延為四天），在本體會議舉行前，會議

主辦者會透過媒體廣告等方式公開招募參與者，並

透過所設定標準選擇參與者，以期達到人口變項上

的平衡，並排除可能與所討論議題有過深利益涉入

的人。在決定參與者（10至 30人不等）後，在本體

會議進行前主辦單位會以兩個週末的時間（會視實

際舉辦條件做調整），讓參與者聚會熟悉彼此，並

提供平衡呈現各方觀點的資料讓參與者熟悉所欲討

論的議題，之後參與者討論決定其所關心、與該議

題相關的問題，並從主辦者所提供專家名單中選擇

其欲聽取意見的專家，然後在本體會議的第一天（或

延長至第二天上午），由被選擇的專家向參與者提

供其關心問題之答案，並開放讓參與者交互詢問。

之後參與者在充分學習並了解所討論議題所涉及的

各面向問題後，在本體會議第二天進行審議討論形

成共識意見與建議，並撰寫成最後報告；然後在本

體會議第三天公開朗誦，並由先前提供報告的專家

在若有事實錯誤的情況下提出修正意見（專家僅能

修改事實但不能修改參與者的建議與意見），最後將

報告送印並寄送給決策者、行政官僚與相關人士。

本體會議開放給公眾旁聽，並邀集媒體採訪，以期

將其成果傳播出去，增加共識會議對該議題公共討

論的影響力。

共識會議模式的倡議者 (Mayer and Geurts, 

1998:290-291)認為共識會議可以發揮以下功能：

1. 由公眾來進行對複雜科技／社會議題之分析（雖

然不是傳統定義上的「科學」分析），並形成書面

報告向決策者提出建議；

2. 由於參與者在參與共識會議過程中會經歷相當密

集的學習過程，以便增加對討論議題的適當了解

並能更有效率地進行討論與表達意見，同時也由

於共識會議的過程與結論會透過媒體報導向大眾

傳播，所以共識會議亦可以被視為是提供公眾資

訊與教育的手段；

3. 共識會議同時也可以用來收集公眾在獲得資訊充

分告知後，對於特定議題所形成的觀點與想法；

4. 由於共識會議的過程是由參與者自主決定所欲討

論的問題、選擇所欲聽取意見的專家以及審議討

論出建議與結論，這樣由公眾自發自主引領與決

定的過程可以說是審議民主理念的具現。

不過應釐清的是，共識會議模式作為一種參與

式技術評估模式，旨在幫助決策者或行政官僚在政

策決策過程中擴大其知識基礎並廣納更多元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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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是在發揮公眾諮詢與資訊提供的功能，以期讓

爭議政策的決策能因經過更審議的討論而更臻完

善；也就是說，共識會議的審議結果並非用來取代

基於代議民主與法律授權等觀念所建立的行政決

策體系，而是用來補其不足或缺漏之處，讓其所發

揮之功能能更符合公眾參與的直接民主理念 (Joss, 

1998:21)。

而共識會議的審議結果也不應被誤解成是代

表人民的聲音，因為共識會議透過一組公民審議討

論所得出的共識，並無法宣稱具有代表性。雖然在

舉行共識會議的實際經驗中，往往主辦者會透過設

立人口變項的選擇標準，來試圖讓參與者能夠達到

年齡、性別、教育程度、職業、社經地位等的平衡

與多元性，然而即便如此，其所達到的僅是人口變

圖一  共識會議進行流程圖

資料來源：Slocum, 2005:70

項上的多元性，而不具統計意

義上的抽樣代表性 (Hendriks, 

2005:83-84)。

共識會議模式之侷限

共識會議做為一種微型公

眾審議機制，其應用實踐於公

眾參與科技政策決策之理念

上，或有兩個實際操演運作上的

優點：一是其機制設計讓討論

公共政策議題之團體的參與人

數，不會龐大到讓意見交換或

實質審議變成不可能，同時這

個團體的參與者具備多元性、且

不會過度代表特定族群或帶有

抽樣誤差的偏好，讓這個團體

之審議討論能符合民主之理念

(Goodin and Dryzek, 2006:220)；

二是透過提供專家報告等方

式，提供參與者進行審議特定

科技議題所需的背景知識與事

實資訊，讓參與者產生公眾學

習效果，進而形成參與科技政策議題所需的審議能

力。然而，如同硬幣的兩面，前述共識會議模式的

優點或特質，或亦是其被操作來實踐公眾參與科技

政策決策理念時所面臨侷限之緣由，以下本文便分

別敘之。

（一）	參與者面向的侷限：狹隘之公眾設定與

多元性盲點

共識會議之實務操作往往帶著所謂「純粹公眾」

(the pure public)之預設想像：其將參與公眾視為「常

民」(laypeople)與個體，強調參與者應未帶有任何

利益色彩，且對於審議議題不具相當知識，而需要

專家知識的教育；操作共識會議的目的並不全然是

丈量公眾的意見，而是去觀察與掌握公眾在獲得議

題相關背景知識後、經過彼此討論之觀點或意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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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操作共識會議所預設產生的效果是，印證一般

公眾可以透過適當學習背景知識後，透過自主不受

干預的審議程序，就討論議題發展出理性而具深度

的意見或觀點 (Braun and Schultz, 2010:409-410)。

然而前述對純粹公眾之預設想像，反映出區

別專家與常民差異的欠缺模式 (deficit model)思維

(Powell et al., 2011:62-63)，亦反映出至少在部分公

眾參與機制的規劃設計上，其給予達成公眾共識

與公眾教育之目標較高的價值與意義，而排斥政治

色彩濃厚的意見對立與發言權力競逐 (Braun and 

Schultz, 2010:415)。更有甚者，這樣的預設想像，亦

有可能是反映出社會溝通模式操演所置身之政經文

化情境的主流價值，例如政府在致力增加科技治理

中的公眾參與時，往往帶有教育公眾有關科技風險

的「正確」知識、透過公眾對話來提升公眾對科技

發展與科技治理之信任的動機，並將公眾參與或社

會溝通視為提升公眾對爭議科技之接受度、回應社

會對爭議科技之敵對態度的手段 (Goven, 2006:105-

107)，進而讓審議科技議題的公眾參與機制成為馴

化公眾對科技的反對聲浪、透過提升公眾接受度來

增進科技發展之市場性機制 (Thorpe and Gregory, 

2010: 295-296)。

此外，共識會議模式之操演會透過特定標準、

從主動回應招募並表達參與意願的公眾中選擇出會

議實際的參與者，希望藉此讓共識會議的參與者

夠達到某種人口變項上的平衡，進而可以體現在立

場、觀點、價值與利益上的平衡而不偏頗，讓會議

討論審議不會產生意見態度上的偏差。但是有論者

指出，這樣的參與者多元性並不若其所宣稱地如此

具有增進參與的效果：即使共識會議參與者是主動

回應主辦者的招募，但是整個共識會議的機制發動

權、討論議題選擇權、參與者挑選權、程序規劃權

均在主辦者的手上，參與者即使是主動表達參與意

願，但是其與直接民主中公民直接積極的政治參與

理念仍有落差，因為參與者的發動權與能動性受到

了限制 (Brown, 2006:212-213)。有論者甚至認為，

透過共識會議這樣的參與審議模式，主政者可以組

織一群被選擇出來、具有「政治參與美德」之公民，

一方面宣稱基於其所達成共識而提出的政策建言，

具有表達公眾意願之道德高度，另一方面藉此馴化

公眾的不滿與不同意見，並且策略性地排除或收編

代表特定利益或族群之利益團體或壓力團體；簡言

之，主政者可以藉此爭取支持、增進自己的公共信任

度，並且掩蓋社會上所存在的歧見或不滿 (Urbinati, 

2010:74)。

（二）	審議對話面向的侷限：專家與公民互動

的理想與現實

論者指出，在共識會議模式的實際操演中，專

家與公民之互動是以詢答形式、讓公眾提問質詢專

家，如此被提問之專家與參與審議公眾形成了認知

與價值之二元對立，前者是提供客觀的基礎知識並

且知道關鍵的事實資訊，而後者則是做出價值判斷

並據以對事實做出評價 (Pellizzoni, 2010: 174)。亦即

是說，在共識會議模式的操演中，即使公眾有權選

擇接受提問的專家並決定所要詢問的議題與是否接

受應訊專家所提供的資訊，但是知識傳遞與資訊流

動的主要方向仍是線性且單向的，其所能達到的作

用是單向教育與增進公眾基礎知識。而這樣的單向

線性關係，便可能形成專家知識或所提供事實資訊

對於公眾審議產生導引或框限之效果，也不盡然能

導引出對等交流之專家與公眾的互動關係。

例如在丹麥 2002年所舉辦之討論電子病歷發

展與應用的共識會議中，論者透過實際參與與實地

觀察，指陳在該場共識會議之執行過程中，負責提

供公眾審議背景資訊與參考討論議題清單的專家

群，認定討論電子病歷系統是否要在丹麥推行之問

題是不必要的，而將參考討論議題之內容與方向導

引至電子病歷系統可以提供民眾何種正面效益，以

及如何確保這些正面效益之發生等，並且置重在

病患個資保護、資訊標準化與安全性等問題，以及

電子病歷系統的未來願景等問題面向上；而後公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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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專家提問並進行後續審議、產製共識報告之過

程證明，參與公眾並無法完全跳脫前述專家群所

設定、討論丹麥電子病歷系統願景與實踐之概念框

架，其結論建議雖然有不同於專家提供資訊之處、

強調病患對其病歷紀錄所應享有的自主權，但是其

仍肯認電子病歷系統的正面效益與必要性 (Jensen, 

2005:226-229)。

另一個實例則是來自 1996年在紐西蘭所舉辦、

以植物生物技術為主題的共識會議。論者分析紐西

蘭該場共識會議與一般認定之共識會議丹麥經驗

有以下四點不同：1.紐西蘭的共識會議並非屬於常

設機構（例如 DBT）業務的一個環節，而是單場的

特別事件，且由於其主辦者是一群對增加公眾科學

認知有興趣的科學家（其立場被認定是支持生物技

術），致使該場會議在尋找適合參與的專家時遇到

困難，例如社運團體便拒絕加入該場會議的籌備委

員會（organizing committee，即在前述共識會議模

式概述中所稱的指導委員會）；2.紐西蘭共識會議

的預設目的並非是廣納多元觀點於公共辯論之中，

而是要增進公眾對科學之認知，並將「理性」帶入

生物技術的公共辯論中；3.在社運團體拒絕加入原

應就共識會議籌辦執行過程負監督功能的籌辦委員

會後，主辦單位以提升公眾科學認知為主要目標的

預設立場便不會受到質疑挑戰，但是這樣也使得籌

辦委員會失去應有的監督功能；4.紐西蘭共識會議

的時程安排，相較於共識會議的慣常流程，分配了

較多時間給專家做報告而較少時間給公眾參與者審

議討論相關議題 (Goven, 2003: 426-427)。該論者指

陳，紐西蘭共識會議實例經驗顯示，參與式科技評

估模式也可能被用來強化既存的專家權力與對相關

科技爭議問題的框限 (Goven, 2003: 437)。

誠如論者主張，共識會議實踐民主理念的可能

性取決於公眾是否能挑戰質疑科學的判斷與預設，

而讓公眾能對主流科學論述提出理性質疑的先決條

件在於讓科學家或專家的預設立場與歧見得以透明

化與公開 (Blok, 2007:176)；而若要實踐對等雙向的

科技議題社會溝通與專家公眾對話，並尋求專家知

識之民主化的話，就必須認真思考，如何去挑戰維

繫現有社會文化秩序之各種力量，在此秩序中存在

著認知權力的位階，並進而形成發言地位之不平等

與論述上的特權 (Pellizzoni, 2010: 178)。

（三）	情境面向的侷限：政治文化差異與主辦

者目標設定

共識會議模式在不同國家被實行時，其所被

賦予的意義或被預期達成的目標，會因為不同國家

的政治文化而有所差異。一般論者在討論評估共識

會議的效果時，往往預設共識會議作為一種公眾參

與的機制或程序，乃具有放諸四海皆準的意義與目

標，所以共識會議模式可以在不同國家情境中被制

式化地應用；然而，參與本身即是一個曖昧的概念，

其可能被賦予不同的價值、意義與目的，而公眾參

與在一個民主社會中能發揮何種功能、扮演何種角

色，亦似乎取決於該民主社會對於何謂民主的不同

意義解讀 (Nielsen et al., 2007:13-14)。而一項比較分

別在法國與挪威所舉辦、討論基因改造生物議題之

兩場共識會議的研究結果，便提供支持前述說法之

實證證據。

在法國的共識會議中，倫理議題並非是審議的

重點，討論乃聚焦於風險評估、經濟效益、國家競

爭力以及控制科技發展的權利與利益等議題，而這

個現象反映出法國文化將倫理議題視為是私領域

的討論，其屬於個人的主觀意見與價值判斷，同時

亦反映出法國政治文化的菁英導向與對程序民主的

強調，也就是提出政策建議應該是專家的職責，一

般公眾所持有、不見得為全民所共享的倫理見解或

價值判斷，則欠缺影響政策決策的合法性 (Nielsen 

et al., 2005: 49)。相對地，在挪威的政治文化中，社

群民主的觀念具有相當的影響力，於是一個政策決

策要取得民主合法性，其必須奠基於整體社群的價

值、道德觀與理想，也因此共識會議模式作為公眾

參與機制，其合法性與效能在挪威很容易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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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其提供了讓一般公眾意見、觀點與價值得以影

響政策決策的管道，同時也是讓社群意見得以在決

策中表達出來的管道 (Nielsen et al., 2005: 46)；於

是，就算共識會議的參與者不能說是代表人民的聲

音，至少他們具有一般公眾的身分，而共識會議就

是讓他們的觀點、意見或問題得以被帶入政策辯論

之中，而因此讓政策決策過程更具民主合法性。在

挪威，共識會議模式並不會被理解成與代議民主政

治有所扞格不入之處 (Nielsen et al., 2004: 41)。

另一個會限制共識會議模式發揮其預期效能的

情境因素是，主辦者為其舉辦之共識會議所設定之

目標。例如在日本 2000年所舉辦之討論基因改造科

技的共識會議中，主辦單位其實具有推動公眾接受

基因改造作物的政策背景，所以雖然該場共識會議

將相關科技政策辯論推入了公共論域，但是日本傳

統科技政策決策的專家政治模式卻沒有因此改變，

該場共識會議並非主要被用來建置新的公眾審議民

主模式，而是被用來做為推動公眾接受生物技術的

新政策工具 (Nishizawa, 2005:486)。

而在奧地利 2003年所舉辦之討論基因資訊應

用的共識會議中，主辦單位選擇迴避高度爭議性的

議題，因為其舉辦共識會議的主要目的是在於成功

地應用一種科學傳播的創新機制，而非讓公眾審議

討論爭議科技政策議題；雖然一場共識會議若要發

揮政治影響力或者觸發更廣泛的公共辯論，其先決

條件是政策決策者必須允許共識會議的結果是開放

而不可預期的，同時其必須有將決策權力分享出來

之意願，然而該場奧地利之共識會議並沒有展現這

樣的條件 (Seifert, 2006:82-83)。

結論：從共識會議模式到科技議題社會溝

通情境

共識會議作為一種廣泛被應用之公眾參與科技

政策決策的機制模式，其並非一個可以在不同政治

文化與社會情境中被複製或移植的參與機制設計，

而是一個必須有許多情境因素配合才能有所發揮的

公眾參與機制。共識會議模式不僅是一種公眾參與

的程序設計，共識會議若要能發揮其所被預期的、

體現民主理念與增進決策品質的效能，必須有政治

文化與社會文化的條件予以配合；在我國政治文化

中並不能說是存有公眾參與之傳統，而我國公眾是

否有身為科技公民之自覺，樂於學習並樂於參與爭

議科技政策議題之討論，可能亦需要進一步的培養

與提升。此外，我國決策者是否能適應決策過程導

入公眾參與的不可預知性，是否能虛心接受並認真

看待共識會議的審議結論，而我國相關領域的專家

是否能接受公眾具有審議科技議題之能力，並擺脫

科學知識是解決科技政策爭議之唯一根據，都會左

右共識會議在我國的政治影響力能發揮到多大之程

度。

當公眾或市民社會對於特定科技發展實情缺乏

足夠認知，即使就該科技議題進行溝通審議，參與

之公眾或仍會缺乏具體的議題或標的來進行討論，

因為科技的發展並不能說已經成形，所以在討論的

過程中，公眾必須就論辯中的科技議題「發想」出

某種具體的應用態樣或者具體化形象，以便其想像

該科技發展可能衍生的問題，但是即便公眾可以基

於前述想像進行討論，但其仍缺乏所需的文化參照

點，去界定系爭科技所涉及之問題，或者公眾在科

技尚未確定之發展型態中、所可以或應該扮演的角

色 (Felt and Fochler, 2010:231)。

誠如論者所強調，要落實公眾參與科技政策

審議決策之民主理念，公眾審議能力之培養與建立

是相當重要的基礎，而要尋求科學公民 (scientific 

citizenship)理念之落實，則達到公眾在參與科技

審議之能力與權利上的平衡是重要的 (Mejlgaard, 

2009:494)亦即是說，主張知識社會的合法性應被建

立在科技決策過程的公眾參與與民主審議上，亦要

同時意識到公眾具備掌握科學知識之能力的重要性

(Mejlgaard and Stares, 2010:558)。所以要讓共識會

議模式之操演能真正落實科技民主的理念，建置一

個能讓可得科技知識進行傳譯與擴散的社會溝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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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是重要的：建置這樣的社會溝通情境並非是強調

對公眾的單向教育或傳播單一正確之科技知識，而

是去增進公眾對於科技發展的理解與審視能力，以

及對於科技發展可能性與不確定性的認知，進而讓

公眾可以就特定科技發展之相關資訊知識進行反思

性的檢證，同時形成其自身的觀點立場。而此處所

指涉的可得知識，或並不只是單一權威、正確與否

的科學知識，而是包括來自不同學門領域、聚焦於

特定生物科技發展之複數多樣的資訊與知識；同時

這裡的傳譯與擴散行為亦不只是著眼於知識的單向

傳遞，而是將知識受眾的可能反應與互動需求納入

考量的雙向溝通交流。

（本文為科發基金補助「推動健全之生技發展

倫理議題社會溝通暨法制研究計畫」成果）

李森堙  資策會  科技法律研究所  資深法律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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